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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拟订并研究人居环境收缩的概念与理论，实证研究 2001—2020年中国 31个省级行政单

位人居环境收缩的时间分异、空间分异，人居环境收缩系统分异以及收缩的系统矛盾属性，并探讨人

居环境收缩的驱动机制，结论如下：①时间分异，当前发展仍是人居环境的主旋律，但 31个省级行政单

位 2001—2020年存在 11个年份的人居环境收缩；②空间分异，人居环境轻微收缩区主导了 2001—
2020年 31个省级行政单位人居环境收缩，人居环境收缩不受区域经济实力限制且不是一蹴而就的，首

先从收缩点开始，然后是连续的收缩期，最后是成片的收缩区；③驱动机制，人居环境收缩是由多个指

标多个系统、内外因、供需关系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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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人居环境是人类生存的“空间”、发展的“区

域”。地表的事物、信息与现象都恪守着“生命

周期规律”，即人居环境收缩将与发展并存。从

长历史看，城市收缩是城市发展过程中不可避

免的发展阶段。城市人居环境收缩是指在一定

的时间范围内，城市在经济发展、生态质量、人

口数量等方面发生倒退或增长减缓。这是一个

动态变化的过程，也是一个受多因素影响制约

的阶段。研究城市人居环境收缩，掌握人居环

境收缩规律，对优化人居环境、缩短人居环境的

收缩期、避免人居环境收缩阶段产生的一系列

社会问题，具有重要作用。

实践的变化催生理论的突破。城市作为人

居环境的核心地理尺度，学术界对“城市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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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居环境收缩的研究成果丰富，主要集中在收

缩的起源、内涵、类型、指标、成因、措施等六大

方面：①收缩的概念，最初由德国学者Häußer⁃
mann提出[1]；②收缩的内涵，学界多以人口、年

份、结构等可量化的标准和条件进行概念性或

约束性界定；③收缩的类型，可以分为时间类

型、原因类型以及尺度类型[2]；④收缩的指标，包

括人口数量类指标、产业结构类指标、地理景观

类指标等；⑤收缩的原因，有经济结构、政治变

迁、环境危机等[3]；⑥收缩的措施，“精明收缩”

（Shrinking Smart）[4]、“侧院计划”（Side Yard Pro⁃
grams）[5]、城市更新（Urban Renewal）[6]、“住房空

置应对策略”[7]、“重塑后工业化曼彻斯特品

牌”[8]等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也存在例外，如

德国东部城市地方政府把国家“发展资金”变成

了“资助资金”。

中国城市收缩的研究多集中在：①城市收

缩的国际经验[9]，如英国老工业基地城市收缩转

型、德国莱比锡城市收缩策略、中日韩城市收缩

研究[10]、美国城市收缩复兴[11]等；②城市收缩的

中国框架[12]，如城市收缩的因果循环机制、城市

收缩中人口与空间悖论等；③城市收缩的量化

研究，量化研究城市收缩多依靠“人口”类[13]、
“经济”类[14] 、“土地面积”类、“资本”类[15]等指

标。

本文基于以上研究成果对以下几个方面进

行研究和探讨：①“理论框架”思考。现有多数

理论和实践案例证实国外理论不能完全套用于

中国城市地理研究，需要针对中国城市人居环

境收缩的特征对人居环境收缩概念进行新的界

定。②亚里士多德说，“人们来到城市为了生

活，居住在城市为了生活得更好”，人居环境科

学就是探索人与居住环境之间关系的科学[16]，
本文将人居环境收缩理念与吴良镛的人居环境

科学理论相结合，将影响人居环境收缩的因素

划分为五大系统，包括人类系统、居住系统、社

会系统、支撑系统、环境系统，同时人居环境科

学涵盖建筑、社区（村镇）、城市[17]、区域[18-19]、全
球等五大地理尺度[20]，本文从省域尺度对人居

环境收缩情况进行分析，并运用人居环境科学

领域积累的定性、计量[21]、数据挖掘[22]等多种研

究方法，对人居环境收缩进行研究与思考。③
“量化指标”思考。人口流失显然只是城市复杂

“巨系统”的一分子，人居环境收缩受多方面的

影响，需要将社会系统中的“资本”、环境系统中

的“空气”、居住系统中的“房价”等纳入思考，摒

弃单一因子评价，从多系统综合评价人居环境

收缩。

一、数据与方法

（一）数据来源

在借鉴省域地理尺度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

上，本研究选取了除港澳台地区外的中国 31个
省级行政单位为研究对象。数据主要来源于

2001—2021年《中国统计年鉴》，包括人口自然

增长率、地区生产总值指数、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等；部分数据来源于同时期的各省市统计年鉴，

如《北京统计年鉴》《辽宁省统计年鉴》，主要包

括第二产业构成、第三产业构成等；另有个别数

据按照统计学原则进行了修正（政府区划等原

因）。

（二）指标体系

基于相关研究，参照《中国人居环境奖评价

指标体系》（2016年版）、《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

则》等条例与规则，依据开放性、可操作性、系统

性等原则，拟订了一组人居环境收缩指标体系，

共由 50项指标组成（表 1）。

（三）数据处理

对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处理，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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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向指标：Xi = ( xi - xmin)
( xmax - xmin)；

负向指标：Xj = ( xmax - xj)
( xmax - xmin)；

式中，xi和 xj为原始数值，Xi和 Xj为标准化

之后的数值，xmax和 xmin分别为矩阵中的最大值

与最小值。

（四）研究方法

人居环境收缩模型是人居环境在本身因素

与外界人居活动二者博弈作用下，将人居环境

发展过程中的不同尺度、不同主体（人）承载力

和不同反馈机制的时空波动状况具象化的计算

模型。一般意义上讲，HSS大于 0，人居环境为

发展态势，HSS小于 0，人居环境为收缩态势。

计算模型为：HSS = HSt( n + 1 ) - HSt( n ) （1）
式中，HSS为人居环境收缩指数（Human

settlements shrinkage）。HSt( n )通过熵值法进行计

算：

1.原始矩阵：

X = { }xij
m × n ( 0 ≤ i ≤ m, 0 ≤ j ≤ n )，则 Xij 为第

i个城市第 j项指标的指标值。

2.计算第 j项指标第 i个城市的权重：

P ij = x ij ∑
i = 1

m x ij。
3.指标的熵值：

e j = -k∑
i = 1

m

( )Pij lnPij , k = 1 lnm, ej ∈ [ ]0, 1 。

4.差异性系数：gj = 1 - ej。
5.计算第 j项指标的权重：wj = gj /∑

j = 1

n

gj。

6.计算人居环境结果：HS t ( )n =∑
j = 1

n

wj × xij。

表 1 城市人居环境收缩指标体系

综合指标层

人口系统

居住系统

社会系统

支撑系统

环境系统

单项指标层

分地区年末城镇人口比重（%）；人口自然增长率（‰）；性别比（女=100）；总抚养比（%）；少年

儿童抚养比（%）；老年人口抚养比（%）

居民消费价格居住指数（上年=100）；各地区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居住消费性支出

（元）；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屋建筑面积竣工率（%）；房地产开发企业资产负债合计（亿元）；房地

产开发企业资产负债率（%）；城市人口密度（人/平方千米）

地区生产总值指数（%）；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元）；第二产业构成（地区生产总值=100）；第三

产业构成（地区生产总值=100）；城乡消费水平对比（农村居民=1）；全体居民消费水平指数

（上年=100）；按行业分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数（万人）；国有单位平均工资（元）；城镇集体单位

平均工资（元）；其他单位平均工资（元）；分地区城镇登记失业率（%）；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

（上年=100）；分地区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上年=100）；分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各地区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消费性支出（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亿元）；分

地区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负债合计（亿元）；分地区技术市场成交额（万元）；普通高校师

生比（教师人数=1）；每十万人口高等学校平均在校生数（人）

人均日生活用水量（升）；每万人拥有公共交通车辆（台）；人均城市道路面积（平方米）；每万

人拥有公共厕所（座）；城市排水管道长度（千米）；城市道路照明灯（千盏）；城市用水普及率

（%）；城市燃气普及率（%）

人均废水排放总量（吨）；人均二氧化硫排放总量（吨）；人均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吨）；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突发环境事件次数（次）；工业污染治理完成投资（万元）；无害化

处理能力（吨/日）；城市污水日处理能力（万立方米）；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人均公园绿地

面积（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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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居环境收缩的时空分异规律

（一）人居环境收缩时间分异

1.人居环境收缩的总体趋势

总体趋势：中国 2001—2020年人居环境质

量变化较大，但发展是中国省域人居环境的主

基调。尽管 2001—2020年有 11年表现为收缩

的态势，但收缩程度较小，以轻微收缩为主导。

无论是人居环境收缩总和还是其均值，二者均

为正数，人居环境总体为发展态势。

值得注意的是：①尽管 31个省级行政单位

人居环境的主旋律是发展，但依然表现出了 11
个人居环境收缩期，分别为 2001年、2002年、

2004年、2006年、2008年、2010年、2011年、2016
年、2018年、2019年与 2020年。图 1显示，2001
年与 2000年人居环境相比，数值为负，收缩了

1.0868，2002年、2004年、2006年、2008年、2010
年、2011年、2016年、2018年、2019年与 2020年
人 居 环 境 质 量 依 次 收 缩 了 0.5286、0.5186、

0.7136、0.6156、1.1979、1.0277、1.0047、0.0808、
0.1889、0.4320。②11个人居环境收缩期中出现

3组连续收缩的年份，分别为 2001—2002年、

2010—2011 年、2018—2020 年。③2001 年和

2010 年为收缩的极小值点，其中 2010 年为

2001—2020年中国人居环境收缩程度最大的年

份，有 23个省份出现负值。

2.人居环境收缩的年份特征

中国人居环境收缩的年份特征如图 2所示，

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每年出现收缩现象的省

级行政单位个数均大于或等于 20个，这些年份

分别为 2001年、2006年、2010年、2011年和 2016
年。其中，2011年有 24个省级行政单位出现收

缩。第二类：每年出现收缩现象的省级行政单

位不少于 15个，这些年份分别为 2002年、2004
年、2008年、2019年和 2020年。第三类：每年出

现收缩现象的省级行政单位不多于 13个，这些

年份分别为 2003年、2005年、2007年、2013年、

2014年、2015年、2017年和 2018年。其中，2012

图 1 31个省级行政单位人居环境收缩的平均值和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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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31个省级行政单位人居环境收缩的数量

图 3 中国人居环境收缩的时间类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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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仅有 1个省份出现人居环境收缩。2009年全

国收缩省份为 0个，2009年相比于 2008年各个

指标均有所增长。

3.人居环境收缩的时间类型

人居环境收缩的时间类型特征如图 3所示。

2001—2020年间，31个省级行政单位收缩共计

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连续 5年人居环境收

缩型。以宁夏为例，2004—2009年连续 6年人

居环境出现收缩，人居环境收缩的数值范围

为-0.11~-0.01。第二类：连续 4年人居环境收

缩型。以北京为例，2015—2018年连续 4年人

居环境出现收缩，人居环境收缩的数值范围

为-0.09~-0.01。第三类：连续 3年收缩型。以

黑龙江为例，2015—2017年连续 3年人居环境

出 现 收 缩 ，人 居 环 境 收 缩 的 数 值 范 围 为 -
0.0988~-0.0113。

（二）人居环境收缩空间分异

将 31个省级行政单位划分为 7个区域进行

空间特征分析，包括华北、东北、华东、华中、华

南、西南、西北 7个区域。

1.人居环境收缩的区域典型性特征

具体可划分为四类：①总体收缩，存在至少

连续 3年的收缩期；②总体发展，但存在至少连

续 3年收缩期；③总体发展，存在孤立的收缩点；

④总体收缩，存在显著的收缩点。

第一类：人居环境总体收缩，存在人居环境

收缩期。华北地区 2001—2020年人居环境总体

呈现收缩（图 4华北），20年数值总和为-0.07，且
存在连续 5年的人居环境收缩期（2015—2019
年）。其中，2016年人居环境收缩相对较为严

重，收缩了 0.1860，2019年人居环境收缩相对较

轻，收缩了 0.0259。这类地区还包括东北地区

（图 4东北），总体呈现出收缩，数值为负，且存

在连续的收缩期（2013—2017年）。

第二类：人居环境总体发展，存在人居环境

收缩期。华南地区虽然 2001—2020年人居环境

图 4 中国人居环境收缩的典型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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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呈现出发展的趋势（图 4华南），20年数值

总和为 0.40，但仍然存在连续 3年的人居环境收

缩期（2001—2003年），且这三年人居环境收缩

呈现出逐步增加的趋势，2001年人居环境收缩

值为 0.0149，而到了 2003年增加到 0.2415。这

类地区还包括西南地区（图 4西南），总体呈现出

人居环境发展、数值为正，但仍然存在连续的收

缩期（2010—2012年）。

第三类：人居环境总体发展，存在孤立的人

居环境收缩点。华东地区人居环境总体呈现出

发展趋势，20年数值总和为 0.99，不存在明显的

收缩期，存在孤立的人居环境收缩点（图 4华
东），如 2006年、2008年、2013年、2016年。这类

地区还包括华中地区，总体为发展态势，但存在

明显的收缩点（2004年、2008年、2013年）。

第四类，人居环境总体收缩，存在显著的人

居环境收缩点。西北地区人居环境总体数值为

负（图 4西北），且存在多个显著的人居环境收缩

点，如 2001 年的 - 0.2790、2008 年的 - 0.2419、
2019年的-0.1029。

2.人居环境收缩的空间格局特征

运用 SPSS系统聚类将 2001—2020年 31个

表 2 中国人居环境收缩标准（2001—2020年）
单 元

人居环境收缩

人居环境发展

级 别

一般收缩区

轻度收缩区

轻微收缩区

一般发展区

良好发展区

优秀发展区

标 准

-0.33~-0.22
-0.22~-0.11
-0.11~0.00
0.00~0.09
0.09~0.18
0.18~0.28

图 5 中国人居环境收缩的分布情况（2001—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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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行政单位城市人居环境 tn+1年与 tn年差值的

所有个体（变量）视为两个大类。其中，大于 0为
人居环境发展，小于 0为人居环境收缩，依据距

离相似划分为 3个小类（表 2）。

2001—2020年尽管发展仍为人居环境的主

旋律，但存在较为明显的人居环境收缩，其中人

居环境轻微收缩占据主导地位。就单元分布分

析，在 2001—2020年 20年中，31个省级行政单

位共有 620个人居环境分析单元。其中，人居环

境为发展状态的有 333个，人居环境为收缩状态

的有 287个，收缩比例为 46%。就级别分布分析

（图 5）：①人居环境轻微收缩区，人居环境收缩

的数值范围为-0.11~0.00。在这一数值范围内

的省级行政单位数量为 272个，占据收缩总数的

44%；②人居环境轻度收缩区，人居环境收缩的

数值范围为-0.22~-0.11。在这一数值范围内的

省级行政单位数量为 13个，占收缩总数的 2%；

③人居环境一般收缩区，人居环境收缩的数值

范围为-0.33~-0.22。在这一数值范围内的省级

行政单位数量为 2个，占收缩总数的 0.3%。虽

然人居环境一般收缩的数量较少，但收缩的数

值范围较大，因此仍不容忽视。

3.中国七大分区的总体特征

（1）西南地区整体为一般发展区。西南地区

总体均值为 0.0109，整体处于人居环境一般发展

阶段。西南地区重庆（0.0003）、四川（0.001）、贵州

（0.0114）、云南（0.0016）四省市均处于发展区，

在 2001—2020年各有 3年、10年、9年、8年收缩

期，但收缩值较小，因此对四省市整体收缩值影

响较小。西南地区整体发展程度高于收缩程

度，因此，整体来看西南地区仍为发展区。

（2）华南地区整体为一般发展区。华南地

区人居环境收缩总体均值为 0.0199，整体为人

居 环 境 一 般 发 展 区 。 广 西（0.0127）、海 南

（0.0093）、广东（-0.0017）的人居环境整体为发

展态势。2001—2020年广西共有 5个收缩年

份，海南共有 7个收缩年份，两省的收缩年份占

比较小，且收缩值较小。从系统角度分析，广

西、海南的社会系统（0.0086、0.0091）、人类系统

（0.0039、0.0008）、支撑系统（0.0051、0.0022）20
年均值为正，处于总体发展阶段，三个子系统的

发展带动了广西、海南人居环境的发展。就三

个省区总体情况来看，发展程度大于收缩程度，

因此，华南地区整体为发展区。

（3）华中地区总体处于轻微收缩区。华中

地区的河南（-0.0015）在 20年中有 10个收缩年

份，收缩程度最大为轻度收缩；湖北（-0.0015）有

11个收缩年份，均在轻微收缩范围内。河南和

湖北的环境系统（-0.0069、-0.0068）、居住系统

（- 0.0096、- 0.0061）、人 类 系 统（- 0.0009、-
0.0009）三个子系统 20年的均值说明了三个子

系统总体处于收缩状态，对湖北、河南人居环境

的收缩状态影响较大。湖南是华中地区唯一人

居环境为发展状态的省级行政单位。湖南的社

会系统（0.0116）发展程度较高，在湖南的人居环

境发展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4）东北地区总体处于轻微收缩区。东北

地区的辽宁（-0.0104）、吉林（-0.0109）、黑龙江

（-0.0149）均是人居环境总体收缩，且在 20年间

均出现至少连续 3年的人居环境收缩期。尽管

东北三省收缩程度都为轻微收缩，但收缩年份

较多，辽宁、吉林、黑龙江分别为 13年、12年、11
年，收缩年份占比较大，发展值较小，东三省的

发展值均在一般发展区范围内，东三省的人居

环境总体均值（-0.0361）处于轻微收缩区。

（5）华北地区总体为轻微收缩区。天津（-
0.0029）、河北（-0.0045）、山西（-0.0032）、内蒙古

（-0.0040）人居环境收缩均值为负。 天津、河

北、山西、内蒙古在 2001—2020年分别有 12个、

12个、11个、12个收缩年份，收缩年份占比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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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中国人居环境收缩的时空格局

图片来源：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审图号为GS（2020）4619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边界无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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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且存在至少 3年连续的收缩年份。北京

（0.0109）有 10个收缩年份，但收缩值较小。北

京的社会系统（0.0143）、居住系统（0.0108）20年
中处于总体发展态势，且社会系统、居住系统的

发展值高于 31个省级行政单位均值，极大程度

上推动了北京人居环境的发展，人居环境发展

总值大于人居环境收缩总值，所以北京人居环

境总体为一般发展阶段。华北地区收缩省份占

比 80%，对华北地区的整体人居环境的收缩产

生重要影响。

（6）华东地区人居环境为一般发展区。华

东地区（0.0492）是 7个分区中人居环境均值最

高 的 区 域 。 华 东 地 区 7 个 省 份 中 ，上 海

（0.0020）、江苏（0.0174）、浙江（0.0107）、安徽

（0.0049）、福建（0.0084）、江西（0.0020）、山东

（0.0037）的人居环境均值为正数，总体均处于一

般发展区。

（7）西北地区人居环境总体为轻微收缩

区。陕西（0.0019）和甘肃（0.0040）为两个总体

发展的省份，青海（-0.0042）、宁夏（-0.0032）、

新疆（-0.0044）的人居环境收缩均值均为负数。

宁夏存在连续 6年的人居环境收缩，其中 2001
年和 2003年为轻微收缩；青海在 2011年接近于

轻微收缩；新疆在 2006年和 2008年为轻微收

缩。西北地区人居环境总体收缩的省份占比较

高，收缩省份占 60%，较大程度地影响了西北地

区的人居环境收缩情况。

三、人居环境收缩的驱动机制

（一）多个指标多个系统共同作用的结果

1.多个指标共同作用导致系统收缩。①
2010年上海人口自然增长率 1.98‰，远远低于

平均值 4.79‰，全国倒数第二，老年人口抚养比

12.46%，为全国第十，致使上海人类系统收缩最

为严重；②2015年黑龙江地区生产总值指数为

105.7%，低于全国生产总值指数（106.3%），2015
年黑龙江分地区城镇登记失业率 4.5%，高于全

国平均城镇失业率（4.05%），使得黑龙江 2015
年社会系统出现收缩；③2017年全国房地产开

发企业房屋建筑面积竣工率仅为 13%，房地产

开发企业资产负债全国平均值高达 571274.85
亿元，房地产开发企业资产负债率高达 79.1%，

多个指标共同作用使得全国 22个省份的居住系

统出现收缩。

2.多个系统共同作用导致总体收缩。①
人居环境收缩时间分异，2010 年之所以为

2001—2020年中国人居环境收缩的最值点，是

由人类系统的老年人口抚养比等指标的增长、

社会系统的分地区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负

债的上升（省均上升 624亿元）等多个指标、多个

系统综合作用所导致。②人居环境收缩空间分

异。东北地区之所以出现至少连续 3年的收缩

期且出现轻微、轻度收缩，是由人类系统的收缩

作用、社会系统的收缩作用所导致。

（二）由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

1.“人”是内部驱动因素。人既是主体也是

根本，人类系统中，东北三省人口自然增长率都

非常低。其中，2017年辽宁人口自然增长率-
0.44‰，黑龙江人口自然增长率-0.41‰，吉林人

口自然增长率 0.26‰，两个省份人口自然增长

率出现负增长，较低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少子化

现象不仅仅带来收缩，也严重影响了发展的持

续性。

2.“就业”是关键性因素。2013年分地区城

镇登记失业率中，黑龙江高达 4.44%，位居全国

第一，吉林为 3.70%，位居全国第七，辽宁为

3.35%，位于全国第十六，东北三省均远远高于

全国分地区城镇登记失业率的平均水平 3.30%。

失业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疲软、人居环境收缩的

119



信号，同时过高的失业率极易加剧人才的迁居

和流动，导致其坠入“循环恶性收缩”的旋涡。

3.“投资”是外部因素。2015年全社会固定

资产投资额，辽宁为 17917.89 亿元、吉林为

12705.29亿元、黑龙江为 10182.95亿元，均低于

全国平均水平（17949.92亿元）。其中，吉林在

2003年 9月 1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实施东北

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问题之前，全省全

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连续 4年没有超过 1000亿
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缺失加剧了人居环

境的收缩。

（三）供给侧需求侧共同作用的结果

人居环境收缩是供给侧与需求侧共同作用

的结果，以 2016年黑龙江省的社会系统为例。

2016年黑龙江省社会系统（-0.0009）处于收缩

状态，2016年黑龙江省按行业分城镇就业人数

为 424.9万人，按行业分城镇就业人数排名为全

国倒数第十一位，就业人数相对较少，城镇失业

率为 4.2%，为全国最高值。就业需求量远大于

就业供给量，从而使得较少的就业人口有较高

的失业率。黑龙江省提供的就业岗位不能满足

居民的就业需求，供需不平衡，使得 2016年黑龙

江省的社会系统出现收缩，同时对 2016年黑龙

江省（-0.0988）整体的人居环境收缩产生较大

的影响。

四、结论与讨论

拟订并研究人居环境收缩 ，实证研究

2001—2020年中国 31个省级行政单位人居环

境收缩的时间分异、空间分异，人居环境收缩系

统分异以及收缩的系统矛盾属性，并探讨人居

环境收缩的驱动机制，结论如下：

1.人居环境收缩的时间分异。①总体趋

势：2001—2020年，31个省级行政单位人居环境

以发展为主旋律。无论是人居环境收缩总和还

是其均值，二者均为正数，人居环境总体为发展

态势。这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总体的发展步调

一致。②年份特征：2011年是中国省级行政单

位收缩最多的年份，2009年最少，所有省份均处

于发展状况；③时间类型：无论是连续 3年、4年
还是 5年的人居环境收缩型，无论是抛物线开口

向上、向下的人居环境收缩型抑或是人居环境

收缩递增型、人居环境收缩递减型，其总体趋势

只要是连续的，在特定的时间尺度内，总会存在

一个收缩最值，每个收缩最值都是城市人居环

境质量变化（收缩或增长）的节点。

2.人居环境收缩的空间分异。①2001—
2020年，发展是 31个省级行政单位人居环境的

主旋律，不过存在较为明显的人居环境收缩，且

人居环境轻微收缩几乎主导了人居环境收缩；

②经济发展水平无论高低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收

缩区；③人居环境收缩不是一步到位的，首先从

收缩点（无论是孤立的还是显著的）开始，然后

是连续的收缩期（至少连续 3年）、成片的收缩

区。值得注意的是，人居环境总体收缩一定会

出现显著的收缩点或连续的收缩期，但是显著

的收缩点和连续的收缩期不一定导致人居环境

总体收缩。

3.人居环境收缩驱动机制。指标与系统、

内因与外因、供给与需求共同导致人居环境收

缩。其中，“人”是内部主导性因素，“就业”是关

键性因素，“投资”是重要的外部因素。另外,无
论是供给侧大于需求侧，还是需求侧大于供给

侧，一旦打破了供求动态平衡，就会出现指标收

缩、系统收缩，进而人居环境总体收缩。

通过对人居环境收缩驱动机制的探讨，笔

者提出如下建议：①北京。支撑系统是人居环

境五大系统中唯一收缩的系统，需要不断探索

空间规划（如雄安新区）以疏解“非首都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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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东北地区。人类系统是人居环境收缩变化的

根本，需要适时调整人口政策以应对“少子化”

“老龄化”，适度学习南方省份的人才政策以应

对“孔雀东南飞”。社会系统是人居环境收缩变

化的主导性因素，需要适时改革部分落后国企，

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③其他省级行政区。居

住系统供给侧远远大于需求侧，需要从“顶层设

计”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应对房屋建筑面

积低竣工率、房地产开发企业高资产负债率。

本文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①本文数据源

仅为统计数据，下一步需要增加遥感数据（夜间

灯光）、网络数据等进行多元化研究，更为全面

和立体地对人居环境收缩与发展进行研究与挖

掘；②本文驱动机制多为宏观层面，还需要对企

业、工厂等进行深度访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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